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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陶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发生历程　　

2.　陶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崩溃过程与原因　　

3.　两种不同的早期国家消亡模式　

早期国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随着对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形式研究的逐渐深入，而提出的一个与成熟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克赖森（H. J. M. Claessen）认为，早期国家是介于非国家组织和成熟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主要职能是调整已被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复杂社会中的各种关系
。哈赞诺夫（Khazanov）对于早期国家的定义与克赖森类似，认为“早期国家是指最早的、真正原始类型的国家，是紧接着原始社会解体之后的国家”
。与成熟国家相比，早期国家虽然拥有强有力的合法政府和已经出现阶层分化的居民，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已经能够支撑国家的运转，但社会和政治结构等方面仍保留了许多先前发展阶段较为原始的特征。

早期国家如同生命一样，亦有着产生、兴盛与衰亡乃至崩解的历程。克赖森曾经对早期国家的消亡进行过综合研究，认为早期国家走向消亡可能存在三种途径：第一种是早期国家发展为成熟国家；第二种是早期国家停滞、衰退或瓦解崩溃；第三种是早期国家被其他大型政治组织占领或吞并，成为附属国或殖民地
。也就是说，除了部分早期国家演变为成熟国家，相当多的早期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消失或者崩溃了。

对于早期国家崩溃的原因，学者们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观点，如美国考古学家泰恩特（Joseph A. Tainter）指出，当维护一个复杂社会所需的能量越来越大，而所得回报越来越少，二者的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便变得极为脆弱
。加拿大考古学家炊格尔（Bruce G. Trigger）则认为人类生存一般采取“最省力”原则安排活动，当一个社会对能量和资源的奢侈浪费达到一定程度时，它的破灭便在所难免
。美国学者科恩（Michael D. Coe）从宗教对社会发展制约的角度，对社会崩溃的原因进行探讨
。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认为国家内部的虚弱和外来的游牧民族的入侵，是造成古代文明消失的主要原因
。卢威（John W. G. Lowe）对玛雅文明进行研究后认为人口增长的压力加之头重脚轻的贵族统治，是导致其突然消失的主要原因
。
近年来中国国内学术界亦有部分学者将早期国家相关理论引进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中，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发生、发展与独有特征等问题进行探索，取得了相当令人关注的成果
。然而对于早期国家崩溃的研究却极少有人关注，本文即以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和豫西伊洛河盆地的二里头为例，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崩溃过程进行研究。之所以选择陶寺和二里头，是因为与其它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相比，二者的资料累积较多，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社会组织发展演变轨迹的缘故。
1．陶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发生历程
对于陶寺和二里头是否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长期以来学界有过一些讨论
，但由于种种原因所得出的结论有着很大的差异。随着近年来考古材料的累积及相关资料的发表，尤其是一些重要考古发现的问世，为进一步剖析二者的社会组织演变提供了可能。从现有材料看，已有足够证据表明陶寺和二里头先后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虽着眼于探讨陶寺和二里头早期国家的覆亡，但若不对其形成历程进行剖析，似难以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其消亡模式，因而本文的研究便由二者早期国家的发生历程入手。
1）．陶寺

陶寺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初，遗址东西长2000、南北宽1500米，面积300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三次复查之后，于1978-1984年在此发掘出居住址和1000多座墓葬
。进入21世纪以来相继发现了早期、中期城址和数座大型宫殿基址
。陶寺类型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从相对年代看，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晚期同时，中期相当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晚期相当于新砦一期，而早于二里头文化。从绝对年代看，早期约当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约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约公元前2000-前1900年
。

早期城址位于遗址东北部，大体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56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
。大型建筑集聚区或可称为宫殿区位于城址的南部边缘
，大型窖穴仓储区位于小城外东南
。墓地位于早期城址的城外东南600米处，发掘出的1000多座墓葬排列整齐，头向一致，可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大型墓9座，中型墓80座，小型墓610座，分别占整个墓地总数的1.3、11.4和87.3%
。
2000－2002年确定的中期城址是在早期城址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城址由大城和小城两部分组成。其中大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面积为270万平方米；小城平面呈刀状，面积约10万平方米
。宫殿区是在早期原址上修建而成的。普通居址位于城址西北角，手工业作坊区可能在大城西南角，仓储区继续使用
。墓地位于中期小城西北部，面积约1万平方米,其内的墓葬亦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
。2003年在陶寺中期小城内墓地以南发现一座具有特殊功用的大型建筑基址
。

将早中期的材料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陶寺遗址由早期到中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城址面积突然扩大，由56万一跃扩大为280万平方米，较早期增加了5倍多。

(2) 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面积增大。早期最大者不过800平方米，中期已出现1万平方米的夯土基址。而且有证据表明，中期存在使用陶瓦覆顶、墙面绘有蓝彩、夯筑精良的高级别建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个别大型建筑中发现有用于奠基的人骨
。
(3) 中期已开始铸造铜容器。在位于大城东北部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主体殿堂基础内发现有铜容器残片，表明中期时已开始铸造和使用铜容器
。
(4) 中期墓葬虽然仍与早期一样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但集中埋葬于中期小城之内，有独立的茔域。随葬品一改早期习见的成套木器和石特磬的传统,改而崇尚玉器
。
(5) 位于中期小城内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组成的兼观天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具有特殊功用建筑的修筑。

早期时修建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址内的大型建筑集聚区内排列有多座大型建筑，位于城外的墓地被分为大中小三个不同的类型，如果说此时的社会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整个社会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社会形态已相当复杂的话，那么中期这种分化急剧扩大。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建筑的修筑，人牲的使用，铜容器的铸造，有独立茔域的墓葬等均显示出与早期相比社会结构极度复杂的状况，而其中顶部使用陶瓦，墙面绘有蓝彩，体量高大，筑造讲究的建筑的使用者当非普通居民，极有可能为统治者住居，而那座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组成的特殊建筑应该就是统治者用以祭祀的场所。由此可见，陶寺中期时处于不同地位的居民在住居、埋葬、奢侈品等方面的拥有并不相同，甚至是极为悬殊的。在这种情况下，居于上层的统治者通过控制通向超自然的宗教的途径，不断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于此之时整个社会已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经济分化。如果说早期时陶寺尚处于酋邦阶段的话，显然中期时已跨入早期国家阶段。　　
2). 二里头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东部，20世纪50年代末发现并于60年代开始进行发掘，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一系列的发掘成果引人注目
。二里头文化被发现和研究者分做四期，从相对年代看，一期晚于王湾三期，四期早于商代早期。从绝对年代看，约当公元前1900年至前1500年
。
一期时遗址面积较小，约100万平方米，文化遗存仅见于遗址的局部且分布稀疏。但遗存中已有青铜工具、象牙器、绿松石器等规格较高的器物，并发现刻划符号。二期时遗存遍布已发掘区域，文化堆积丰厚。遗址总面积已达到300万平方米，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成为宫殿区。其内发现有垂直交错的道路网、大型建筑基址、中型墓葬和铸铜作坊
。三期时宫殿区周围增筑了夯土城墙，并新建了多座大型建筑基址和绿松石作坊
。四期时宫殿区继续使用，除沿用前期基址外，在宫城以南还发现增筑于此期的大型基址，绿松石作坊和铸铜作坊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

分析一至四期的材料，可看出一至二期间有着巨大的飞跃。

(1) 由遗迹单位总量变化可观察出一二期之间所发生的变化。1980－1990年在二里头共发现文化堆积单位（包括文化层、墓葬、房基、水井、窖穴、灰坑等）1541个，其中1期单位22个，占总数的1.4%，二期增至单位310个，达到20.1%。

(2) 从遗址面积和遗存分布看，二里头文化一期时面积为100万平方米，二期时突然扩大至300万平方米，遗存覆盖已发掘区域，且堆积丰厚。

(3) 从文化内涵看，二期新出现了规整的道路系统，发现的4条大路分布于宫殿区外围，呈井字形分布；宫殿区内至少出现2座大型建筑基址，其中完整揭露的一座面积在7500平方米左右，主体部分至少由三重庭院组成；宫殿区南出现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并发现始建于二期的大型围垣设施
；宫殿区内发现的成组中型墓葬中出土精美的铜容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和绿松石龙形器等。

所有这些，彰显出此地已非普通聚邑。如果说一期时二里头遗址已是范围逾100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那么二期时此地经历了最显著的人口增长和聚落整合。从居址、墓葬、随葬品等反映出的信息看，居于此地的居民显然已经被分成三到四个层级，位处社会上层的统治者所居住的体量巨大的宫殿建筑与人数众多的中下层居民所居住的半地穴、地穴或狭小地面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拥有精美青铜容器、玉器、绿松石制品的社会上层掌握了整个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已极为严重，因而可以说最晚从此时起,二里头国家已经建立。

2. 陶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崩溃过程与原因
上一部分对于陶寺国家和二里头国家的发生历程进行了剖析。从现有材料可以看出，这两个早期国家并没有延续发展下来，而是相继崩溃了。这两个早期国家是如何崩溃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们的崩溃？　

首先来看一下陶寺。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中型城址到晚期废弃，城墙被毁。早中期的宫殿区也不复存在。修建和使用于中期的大型夯土基址ⅠFJT3，原地表以上部分的夯土皆于晚期被夷平
。考古工作者2002年在中期时的宫殿核心区清理了一个属于晚期的灰沟，除发掘出大量石坯剥片、骨镞、骨针、骨锥、砺石等与石器、骨器制作有关的物品外，还出土了多具人骨架。经鉴定这些人骨的年龄多为青年。这些人骨架分别被埋在3层堆积之中，其中第1层发现属于31个不同个体的骨骼，以头骨为多，有少量肋骨、肢骨和部分盆骨。第2层出土4个人头骨及部分肢骨。第3层内含有大量狗骨和零散兽骨、人头骨。这些人骨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刃劈琢痕，最令人惊异的是，竟发现有6个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颅。此外底部发现一成年女性的骨架保存较为完整，但阴部被插入牛角，明显系被暴力残害致死
。可见原本在早中期作为宫殿区的地方，此时已变成石器加工和骨器加工场所了。
特殊建筑也这一时期被毁。建造和使用于中期的ⅡFJT1到晚期被平毁
，ⅡFJT2也被削为平地，甚至其东边被削成洼地
。

中期墓葬也遭到破坏。属于中期的大型墓葬M22被一晚期灰坑从北壁中段打破，棺室被毁坏。坑底有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在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版，原随葬于墓内的玉钺、玉饰品和绿松石嵌片被扰乱
。中小型墓葬也难逃厄运。2005年春清理的属于中期的6座中小型墓葬，均受到晚期不同程度的破坏。墓室被捣毁，人骨架被肢解抛弃，个别甚至被砸碎。在晚期扰乱墓葬所形成的地层中，遍布着散乱人头、肢骨、肋骨，以及原本作为随葬品的玉戚、玉石璇玑、红铜环等
。

与中期规模庞大的宫殿基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晚期未发现大型建筑基址。1999-2000在Ⅱ区揭露的10座房址从年代上看属于晚期，平面皆呈圆角方形，除99ⅡF10为地面起墙外，余均半地穴式建筑。门道略呈半圆形，火塘多近方形。这些居址面积最小者仅7.7平方米，最大者不过17平方米
。

晚期亦未发现大中型墓葬，发掘的墓葬皆为小型。1983-1984年在Ⅲ区西南部清理的29座晚期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长2米左右，宽0.5-0.6米。头向以东南居多，极个别头向西北或东北。均为单人葬，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个别为俯身屈肢或侧身屈肢。除极少数随葬石刀等石器外，绝大多数无随葬品。墓葬往往2座、3座至多4座为一组，组与组之间则排列无序，同组的墓之间则间距很近，且作平行排列，头向较为一致
。

由此可真切地看出，到了晚期，标志着陶寺国家的诸多物化标志比如城址、大型建筑基址、大中型墓葬等几乎同时消失，也就是说陶寺国家到晚期时已不复存在。

二里头的情形与此类似。

始建于三期的1、2、4、7、8号宫殿进入四期偏晚后相继废弃：1号宫殿自三期一直使用至四期，到四期偏晚时废弃；2号宫殿的北廊建成于三期，四期时进行增建，但最晚到二里岗下层时此宫殿废弃
；4号宫殿的东庑在四期偏晚时废弃，主殿台基至少延续使用至四期偏晚
；7、8号宫殿使用至四期晚段
。

修建于二三期之交的宫城城墙延续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城墙使用时期的路土和垫土的时代为二里头三期至四期偏晚阶段，说明其至少使用至四期晚段或稍晚
。

二期时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之南修筑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围垣设施，虽于四期时进行过加固，但不久便遭废毁
。

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废料坑延续使用到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未见四期之后的遗迹。
由此看来，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之后，大型宫殿、宫城及城墙设施、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相继废弃。

从遗址总体的文化层分布来看，继二里头四期文化之后的二里岗下层和上层早段文化层的分布范围很小，集中分布区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文化层及小型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叠压或打破宫殿基址，且无高等级的遗物发现
。

尽管二里头文化一期时，二里头遗址所在地仅仅是个有较大规模的聚落，但到二期时遗址范围迅速扩大，建立了二里头国家。经过三期的繁荣和发展，到四期时尽管有没落和衰败的迹象，但仍不失为一个早期国家。然而，到了其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遗址面积迅速缩小，大型建筑基址消失，手工作坊也趋于停业，人口大大减少，显然二里头国家至此时已经消失。

为什么陶寺国家和二里头国家在存在了上百年后突然消失？

与陶寺晚期衰败同时，在塔儿山南麓有两个大的地方中心兴起：东许、南石－方城。二者距离仅十公里左右，因而有学者提出陶寺晚期政治中心移至南石－方城的观点
。

发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南石－方城遗址北靠塔儿山，南临滏河。遗址包括南石、古巨、方城和小巨四个自然村，东西连成一片，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试掘和调查所得与陶寺晚期遗存相似，大部分器物形制基本雷同。也就是说南石－方城不仅与陶寺晚期同属同一时期，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
。
东许遗址亦发现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1986夏和1995春进行过两次发掘。遗址位于南石－方城遗址之西南，隔滏河与塔儿山北望。遗址分布在东许、靳庄、听城三个自然村之间，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文化面貌与陶寺晚期基本相同，只是相对年代可能略早一些
。

方城北靠塔儿山，南临滏河，和陶寺仅一山之隔，直线距离约20公里，至今两地仍有便道相通。而东许遗址与方城的直线距离亦不过30公里。所以若说陶寺晚期政治中心转移至南石－方城或东许，是极为可能的事情。

然而为何政治中心会从陶寺迁出？由以上材料的分析已清楚地看出，在晚期时陶寺国家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城墙被推倒，大型建筑被夷平，甚至中期时统治阶层和贵族的墓葬也被捣毁，显然此时发生过剧烈的军事冲突。有学者对陶寺的居址、墓葬、生产工用以及最常见的陶器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说，陶寺早中晚三期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应该是同一文化共同体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加之距其不远的南石－方城和东许文化面貌亦与陶寺相同，由此看来，陶寺国家并未受到外来武装势力的入侵，最大的可能是，来自内部与统治者敌对的反叛者率领军队将统治者赶下宝座，在这场冲突中，荣耀一时的陶寺国家黯然覆没。
对于二里头国家破灭的原因，绝大多数学者同意外来人群军事征服的说法。
在二里头遗址走向衰败的同时，距此东北仅仅六公里的地方，属于另一文化的人群建起了面积达190万平方米的偃师商城。城墙均为夯筑而成，墙体基部宽度为18－19米。迄今为止已发现城门5处，其中已经过发掘的3处都是单门道，门道两侧筑有木骨夯土墙。城墙外侧有护城壕环绕，城壕宽18－20米。城内外还发现有纵横交错的道路。1997年在城内发现了建造年代早于大城的小城。小城位于大城西南部，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1100米，东西宽740米，方向与大城相同。宫城位于小城南部居中，大体呈方形，宫城内的布局由南往北，可分为宫殿建筑区、祭祀区和池苑区三部分，其中宫殿区占宫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祭祀区位于宫殿区北部，祭祀B、C区东西并列，各有一周夯土围墙。池苑区是由位置㤑中的大型水池及其东西两侧的排水道和引水道组成的人工引水造景的设施
。宫殿区内至少发现有10座大型建筑基址，这些建筑分别建成和使用于偃师商城第一期、二期和三期，其中年代最早的遗存即偃师商城第一期，约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早段，即以二里岗下层H9为代表的时期
。偃师商城的大城与郑州商城始建年代大体相同，不晚于二里岗下层晚段，也不早于二里岗下层早段，即最晚在二里岗下层偏晚时期二者筑成。小城的修筑年代早于大城，与郑州商城北大街宫殿基址的年代大体相同或略有先后
。
虽然从地理位置上看，偃师商城与二里头近在咫尺，然而其文化面貌却绝然不同。大多数学者同意将其归入二里岗文化系统之中。二里岗文化是年代上早于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晚于以南关外和洛达庙为代表的遗存以及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郑州以及附近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从陶器特征来看，偃师商城与近在咫尺的二里头文化绝然不同，而与几百里之外的二里岗文化极为接近，明显属于同一系统。此外，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和其它重要建筑基址、墓葬的朝向都为南偏东，偃师商城无论城垣还是宫殿朝向都是南偏西，后者与郑州商城、盘龙城等相同。因而大多数学者同意“无论从陶器群所标识的物质文化面貌，还是从建筑朝向所反映的观念来看，都表明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不是同一文化共同体早晚相承的两个发展阶段。换句话说，只能把它们看作两个不同族属的文化遗迹”
。

二里头四期文化的结束与二里头国家的灭亡，与距此不远的属于二里岗文化的偃师商城的出现，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情。这的确不得不引人深思。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是修建于二里岗文化早期的两座重要城址。多年来学者们在二者孰为某一王朝都城的问题上争议不休。尽管从年代上看，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大城始建年代大体同时，而且偃师商城的小城与郑州商城内北大街宫殿的始建年代也大体相同或略有先后，但是如果从二者的面积和城市布局上看，二者还是有着相当的差别。郑州商城的内城面积300万平方米，如果加上外城，面积可达1300万平方米
，远远大于偃师商城。再者，郑州商城虽然由外城、内城组成，且在外郭城外十米处挖掘有宽达40米的城壕，偃师商城的防御体系与郑州商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宽厚的城墙的外面一样有护城壕环绕，而城内还筑有小城，小城之内尚有宫城，小城和宫城四周均有夯筑的城墙围起，形成由护城壕、大城城墙（小城城墙）、宫城城墙组成的多重的严密的防御系统。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之后为二里岗文化，显然与前四期文化面貌不同，显系不同的人群所遗留。二里头遗址第四期之末，距此不远的地方出现偃师商城，意味着另一种文化占领了该地区。外族入侵，二里头变成了殖民地。所以说可以认为，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外族入侵是二里头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陶寺和二里头国家一样，在其末期分别受到了来自内部或外部敌对势力的武装冲击，从而导致其灭亡。然而，当我们重新梳理材料时，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不可否认，在这两个早期国家灭亡的过程中，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与此相比，其社会内部政治组织运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值得关注。

就陶寺而言，整个中期之时，居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层对于玉器、漆器、彩绘陶器等奢侈品的需求从未停止过。2002年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一个面积为18平方米左右的墓葬，墓室四壁有五圈宽15厘米左右的手抹草拌泥带。墓葬填土中发现一具被腰斩的青年男子骨架。葬具为由一根整木挖凿而成的船形棺，棺内外均施有红彩。墓室四壁挖掘有11个壁龛。墓内随葬有绿松石饰件、玉钺、玉戚、玉璜、彩绘陶器、骨镞、漆木器、红彩草编物等超过150件随葬品
。相对于普通陶器而言，在陶器外表加饰彩绘需要寻找专门的颜料，需要掌握施彩技术和具有绘画功底的技术工匠。由于原料的限制和专门工匠的缺乏，生产数量受到了限制。而玉器、漆器的制作与彩绘陶器相比，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是数倍于后者。这些显然只能是社会的统治阶层在能调动全社会资源的情况下方能为之。
与奢侈品的制作相比，陶寺中期时体量巨大的建筑物的修筑亦需投入相当多的人力和物力。面积270万平方米的大城和10万平方米的小城，平面面积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ⅠFJT3，由夯土台基和生土台芯组合而成的特殊建筑，以及大中型墓葬的挖掘与装饰，无不需要在源源不断的财富支撑下进行。如一个社会在维持统治阶级的日常需要之余，持续进行大规模特殊建筑的修建和奢侈品的制作之时，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便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次武力冲突不断对已处于危倾状态的社会组织提出挑战，最终导致社会组织的崩溃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二里头国家的情况亦是如此。早在进入早期国家的二里头二期，统治者便于宫殿区内兴建3、5号大型建筑基址，同时设立铸铜作坊为贵族阶层铸造彰显其身份与地位的青铜容器。三期时至少有1、2、4、7、8、9等总面积超过16000平方米的6座大型基址同时兴建，并在宫殿区周围增筑宫城围墙。四期时增筑6、10、11号大型基址，并于对始建于二期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围垣进行加固。此外，始建于三期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制造作坊仍在使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容器和玉器与三期相比，更为精良，数量亦更为丰富，意味着此期在这方面投入了更多的财力和物力。大型建筑和高等级墓葬的修筑，青铜容器、玉器、绿松石制品的制作，耗费了整个社会的大量财富。当社会的上层为巩固已有的社会地位，毫无节制地滥用权力，浪费社会公共资源，置众多的下层民众利益于不顾，来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时，社会的动荡便在所难免。
由此看来，无论是陶寺国家，还是二里头国家，在遭受大规模的军事攻击之前，社会内部的矛盾已极度尖锐，国家的政治机构已无法正常动转，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来自内部的反对者或外来势力侵入时，它们已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是坐观大厦倾覆了。

3. 两种不同的早期国家消亡模式
尽管陶寺和二里头国家在内部社会组织运转出现困难之时，遭遇内部反对者或外来武装势力的攻击，导致国家崩溃。然而二者的消亡模式还是存在着些许差别。国家崩溃后仍然留居于陶寺的居民，与其征服者使用同一套生产生活工具，也就是说其文化面貌并未发生突变，只是社会组织重又回到了简单酋邦阶段。而二里岗国家统治下的二里头居民，被迫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转而采用与统治者一致的生产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可以理解为，二里头国家的掘墓者并非其同类，所以在其崩溃之后，自然而然变为征服者的殖民地，其居民被迫接受统治者的文化。而陶寺由于武装进攻者本与其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所以并不存在着文化传统的差异。由于内乱的缘故，在早期国家崩溃后重又回到了落后的状态，即简单酋邦阶段，二里头则成为征服者二里岗国家的殖民地。这大概是陶寺和二里头国家消亡的两种不同模式吧。
这两种模式与克赖森所说的早期国家走向消亡的第二、三种途径大体吻合，即早期国家或者停滞、衰退、崩溃，或者被其它国家占领，成为其殖民地。然而引人深思的是，二里头国家虽未演变为成熟国家，但它的精华为商国家所吸收，其后周灭商亦重复了这一过程。因此，从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演变的大视角来看，微观上反映出的是二里头、商、周几个早期国家相互取代，而从宏观上看，三者本为一体，其精髓部分延续发展，直接导致了后来向成熟国家的过渡。这也许正是古代中国社会组织演进过程中有别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独特之处吧。
内容摘要:
在国际学术界关于早期国家崩溃的研究已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但中国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尚嫌欠缺。本文以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和豫西伊洛河盆地的二里头为例，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消亡历程与模式进行探索。

从现有证据看，陶寺中期和二里头二期先后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但这两个早期国家都没有延续下来。随着陶寺中期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城址、宫殿区、大型建筑和墓葬的毁弃，陶寺国家彻底消失。二里头国家在存在了200多年后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动：宫城城墙和大型宫殿被毁，带有围垣设施的手工业作坊亦被弃，聚落人口锐减。

陶寺和二里头国家之所以走向破灭之路，与统治者毫无节制地修筑大型建筑和过度追求奢侈品的享受有关。当社会内部的矛盾极度激化，国家政治机构的运转出现困难之时，陶寺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发动了武装叛变，二里头国家则受到属于另一文化的外来势力的攻击，从而导致了这两个早期国家的崩溃。

陶寺国家消亡后，社会组织重又回到了简单的酋邦阶段，二里头国家则成为其征服者二里岗国家的殖民地。

关键词：早期国家，酋邦，殖民地，崩溃

The Collapse of Chinese Early States: The Cases of Taosi and Erlitou

Abstract: The study of early states has become a focus in the foreign academic circle, but it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in our country. The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collapse process and model of Chinese early states by examing tow cases of Taosi[陶寺] and Erlitou[二里头], which lie in the Linfen Basin of Southen Shanxi[山西] Province (for short, Jinnan[晋南]) and the Yiluo River Basin of Western Henan Province (for short, Yuxi[豫西])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available evidence now, the mid-term of Taosi Culture and the second term of Erlitou Culture belonged to the stage of early state. But these two early states have not persisted up to the present. The Taosi Sate disappeared completely as the city, palace, huge building and tomb zone of 280,000,000 squared meters became deserted in the mid-term of Taosi Culture. The same happened to the Erlitou state when it had existed for 200 years: the wall of palace and great palace were destructed, the handicraft workshops with surrounding walls were deserted, and the population decreased sharply.

The collapse of Taosi and Erlitou States ar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ir rulers built too many great buildings and made too luxurious livings. When the social conflict became extremely serious and the political machine of state did not work well, the opponents of Taosi State revolted from inside and Erlitou State was attacted from outside, which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two early states.

As far as Taosi was concerned, its social organizaztion degenerated into the simple chiefdom form after its demise. At the same time, Erlitou State became a colony of its suzerain Erligang[二里岗] State which had conquered it.

Key words: early state, chiefdom, colony,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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